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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复杂化是人类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而陶酒器作为早期社会的重要物质遗存，由于其不

仅与仪式活动更与剩余产品的支配存在密切的关系，使其成为了窥见早期社会权力结构演变的一个重要

窗口。因此，本文以陶酒器的演变为线索，探讨其在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从而引

发关于“竞争性宴饮”与“剩余与仪式”两种理论的讨论。本文尝试将“竞争性宴饮”与“剩余与仪式”

两种理论整合为一个嵌套的分析模型，以陶酒器作为载体，揭示经济剩余、仪式权力与竞争策略三者之

间是如何共同推动早期社会的复杂化。研究表明，陶酒器的演变经历了一个从功能分化到礼仪化的过程。

通过对这两种理论进行比较，也揭示了：器物不仅是社会关系的被动反映，更是社会关系得以形成的主

动介质。陶酒器的形态与功能演变，是经济剩余积累、仪式权力运作与竞争性宴饮策略相互作用的结果，

是早期社会复杂化的重要物质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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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complexity is a key topic in research on the origin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s an important 
material remnant of early societies, pottery wine vessels—due to their close relationship not only 
with ritual activities but also with the control of surplus production—serve as a crucial window 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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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early social power structures.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the evolution of pottery 
wine vessels as a clue to explore their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early social complexity, 
thereby initiating a discussion on two theories: “competitive feasting” and “surplus and ritual.”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tegrate these two theories into a nested analytical model, using pottery wine 
vessels as a vehicle to reveal how economic surplus, ritual power, and competitive strategies jointly 
promoted early social complexity.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evolution of pottery wine vessels under-
went a process from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to ritualization. By comparing these two theories, it 
also reveals that artifacts are not merely passive reflections of social relations but also active media 
through which social relations are constituted. The morphological and functional evolution of pot-
tery wine vessels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accumulation of economic surplus, the 
operation of ritual power, and competitive feasting strategies, serving as an important material tes-
timony to early social complex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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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复杂化是指社会从一个简单的结构向复杂的结构进行演变的过程及其最终呈现状态，其包含两

个基本维度：一是社会系统内部横向的功能分化，即构成系统的要素增多和相互关系变复杂；二是社会

系统内部纵向的等级分化，通常与政治组织结构的层级化密切相关[1]。从整体研究脉络来看，早期社会

复杂化研究早已脱离了单一追求普适性发展规律的阶段，转而聚焦于不同区域社会复杂化多元发展路径

的深度解读。关于社会复杂化，尽管国际上已经形成了成熟的理论，但是国内学者也做了梳理与分析。

例如，戴向明先生认为，早期复杂社会主要涵盖两方面内容：一是社会群体内部出现了制度化的不平等；

二是社会群体之间也呈现出等级分化与主从关系[2]。然而，放眼全球不同区域的考古遗存与社会发展轨

迹，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均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各自拥有独特的发展规律与内在运行逻辑，这也

意味着现有的任何一种理论模型，都无法全面涵盖早期社会复杂化发展的全部内涵与复杂特征。在社会

复杂化进程中，物质遗存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观察视角，器物不仅成为了人类适应环境的产物，也是社

会关系得以表达的重要媒介。其中，陶酒器不仅与仪式活动更与剩余产品的支配存在密切的关系，使其

成为了窥见早期社会权力结构演变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国际与国内考古学界，依托器物遗存开展早期社会复杂化研究，已成为众多学者重点探索的研究

方向。其中，Michael Dietler 提出的理论颇具代表性，他将宴饮活动视作社会权力运作的重要场域，认为

社会精英阶层通过筹办高规格宴饮活动，来换取追随者的忠诚和支持，从而巩固现有的等级制度，也有

个人或群体则通过举办极度奢华、铺张浪费的宴饮，超越对手，以争夺政治权力、社会声望和追随者[3]。
但对比国际学界的研究成果，国内针对早期社会宴饮活动的系统性、整体性研究仍存在明显短板，考古

发掘中出土的大量宴饮相关物质遗存，尚未得到系统地梳理、整合与深度解读。与此同时，“竞争性宴

饮”与“剩余与仪式”两大理论在学术领域虽已得到广泛探讨与理论推演，但在实际考古研究中，将两

种理论结合同一考古背景开展嵌套式实证分析的研究成果十分匮乏。现有相关研究大多存在一定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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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仅停留在对宴饮活动现象的简单梳理与表层描述，要么单纯聚焦于社会产品剩余产生的经济基础分

析，很少针对核心问题展开进一步探究：一是社会生产剩余究竟通过何种路径，借助宴饮活动完成向社

会权力的转化；二是在这一权力转化的完整流程中，作为核心物质载体的陶器，究竟发挥了怎样的功能

与作用？ 
陶器的起源与人类的生计模式密切相关，是人类适应生存需求、改造食物利用方式的直接体现。在

非洲地区，当地先民利用野生粟类、高粱熬煮粥食，从而使得该地区出现了最早的陶器，这种原始的炊

煮方式后续逐渐演化成酿造谷芽酒的传统习俗；东亚地区的早期陶器，其功能则更多与水生资源的开发

利用以及利用野生植物煮粥的行为紧密绑定[4]。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陶器产生开始，它就已经深入

地融入到了食物转化和资源再分配的社会进程中。值得注意的是，朱子成对红山文化东山嘴遗址的陶器

分析表明，该地区已出现一定程度的陶器专业化生产与家户间经济相互依存。然而，社会地位的区分并

非通过直接控制生产实现，而是体现为对交换网络中优质商品的优先获取权，由此形成了一种基于流通

环节的等级差异[5]。王文静通过对凌家滩遗址大量陶器碎片的形态学与成分分析发现，该社会的陶器生

产呈分散格局，但位于聚落等级最高处的中心社区能够获得种类更为丰富的陶器，反映出仪式活动的集

中举办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经济流动的方向，使核心聚落得以通过仪式场域汇集并调配各类物资，从而

催生出一种由仪式需求驱动的经济活力[6]。相较于玉器、青铜器这类生产门槛高、使用场景有限的器物，

陶器不仅制作难度较低，更具有使用频率高、流通范围广的特点，且跨越了日常使用与仪式活动的边界，

能够更真实、更细致地反映社会日常实践中的权力运作逻辑与资源分配模式。然而，梳理当前陶器研究

的现状不难发现，现有成果多集中于器物类型学的描述与分类，对于器物本身、人类使用行为、社会制

度三者之间的转化机制与内在关联，相关分析仍存在明显不足，这也成为当前早期社会研究中的一处重

要空白。 
基于此，本文将以陶酒器作为核心物质载体，尝试将“竞争性宴饮”与“剩余与仪式”两大理论进行

整合，构建一个嵌套式分析模型，旨在揭示经济剩余的积累、仪式权力的运作与社会竞争策略三者如何

相互作用、协同推动早期社会的复杂化进程，进而丰富并深化学界对早期社会复杂化理论的理解与认知。 

2. 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陶酒器演变 

我国酿酒与饮酒的传统由来已久、绵延不绝，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衍生出大量与酿酒、饮酒活

动直接相关的陶器器物。这类陶酒器的功能与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逐步从满足日常饮食需求的实用

器皿，向承载礼仪内涵的礼器方向演进，最终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规范的器物组合体系。从发展脉络

来看，陶酒器最初仅作为简易实用的饮器存在，随着社会发展逐渐走向精美化、标准化，其专用化水平

与礼制化程度不断提升，最终成为宫城遗址与高等级墓葬中专属的随葬器物，成为等级与权力的重要象

征。值得关注的是，在陶酒器的这一发展进程中，海岱地区与中原地区依托各自的文化特质，形成了两

种风格迥异、各具特色的酒文化传统，成为早期区域文化差异的重要体现。中原地区流行集体咂饮的方

式，体现了以集体为本位的文化取向[7]；而海岱地区则盛行“酿–盛–饮”的个体化饮用方式，更强调

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关系[8]。 
贾一凡对中原腹地龙山至二里岗文化时期随葬陶容器组合的研究显示，从龙山文化到二里岗文化，

随葬陶容器组合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逻辑清晰的阶段性演变，其总体趋势是礼仪性和制度性的不

断增强[7]。龙山时期，酒器组合开始出现，但尚未完全固定，常见鬶、壶与杯类器共存，组合相对简单、

实用性强，可能与日常饮食观念相关；二里头文化早期属于过渡阶段，原有部分器形衰落或演变，新器

形开始出现，组合处于变动之中；到二里岗文化时期，形成了相对固定和核心的酒器组合，其中，觚、爵

的组合日益重要和普及[7]。尤其是在二里岗文化时期，陶觚常与陶爵配套出现，形成了具有等级标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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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程式的礼器组合，这体现了丧葬礼仪的制度化，也为后来商周青铜酒礼器的核心地位奠定了基础。 
从陶酒器的发展轨迹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一个核心演变过程：其使用范围从最初的广泛普及，

逐步收缩并被精英阶层所垄断，最终成为贵族阶层专属的器物。这一演变轨迹，无疑是早期社会复杂化

进程在物质层面最直观、最具体的体现。由此引发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核心问题：究竟是统治者主动刻

意积累剩余粮食，将其用于酿酒活动，并借助大型宴饮仪式笼络追随者、强化自身权力，进而推动社会

向复杂化方向发展？抑或是，早期的酿酒与饮酒活动，其核心功能在于服务祭祀、丧葬等各类仪式场景，

而社会复杂化的推进，只是这一仪式化活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间接副产品？这引出了考古学界的两个重

要理论解释：竞争性宴饮和剩余与仪式理论。本文不将“竞争性宴饮”与“剩余与仪式”理论视为非此即

彼的对立面，而是尝试将二者进行整合，建立一个更复杂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以“剩余与仪式”理论作

为社会复杂化的基础，为社会复杂化提供结构性基础，以“竞争性宴饮”理论作为社会复杂化的机制，

为社会行动者在这一结构内部展开策略性博弈提供具体机制。而陶酒器作为物质遗存，恰好可以同时反

映这两种逻辑，既体现了对剩余产品的支配，也参与了社会竞争与权力的产生。 

3. “竞争性宴饮”与“剩余与仪式”：从对立解释到整合视角 

持“竞争性宴饮”观点的学者认为，有野心的首领会刻意积累剩余粮食并用于酿酒，进而举办大型

宴饮活动，从而获得忠心的追随者，巩固自身权力，推动社会不平等和政治集中化。国外学者 Michael 
Dietler 从考古学和人类学角度对酒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酒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深刻地嵌入在社会

关系、权力结构、仪式实践和身份认同的创造与维持之中，在不对称的社会关系中，上位者通过宴饮向

下位者展示慷慨，以换取忠诚和支持，从而巩固现有的等级制度，也有个人或群体则通过举办极度奢华、

铺张浪费的宴饮，超越对手，以争夺政治权力、社会声望和追随者，这是社会等级产生和变革的关键动

力之一[3]。麦戈文也将酿酒饮酒活动置于龙山文化的社会背景中加以研究，他指出，那些与大型房址、

高等级墓葬共生的精美酒器并非日常实用器，饮酒是社会上层彰显社会地位的核心活动，他们通过控制

这种技术复杂、原料稀缺的奢侈饮品的生产与分配，在宴饮中款待宾客、盟友或追随者，以此来炫耀财

富、巩固权力、建立联盟和竞争社会地位，酒成为了社会上层用以显示其地位和权力的重要媒介，也是

一种被刻意制造出来用于社会博弈的政治资本，宴饮则成为了竞争领导权和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9]。刘

莉团队对二里头贵族阶级酿酒饮酒活动的分析也发现，二里头宫殿区具有举行宴饮活动的功能，这类宴

饮活动可用于展示上层人员的社会地位、财富和权力，或实现与各种社会群体结盟的目的，这种以酒饮

为核心内容的贵族宴饮活动及其所强调的社会等级价值观念，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

征[10]。因此，“竞争性宴饮”理论揭示了一条清晰的社会复杂化路径：酒作为一种高度可控的社会媒介，

被上位者用于展示慷慨、笼络追随者、竞争领导权；而陶酒器作为酿酒、储酒、饮酒的物质载体，在这一

过程中承担了不可替代的仪式与展示功能。通过对酒的生产与分配、宴饮的组织与呈现进行控制，精英

阶层得以在部落内部制造并强化等级分化与主从关系，从而系统性地推动社会不平等与政治集中化进程。 
而“剩余与仪式”派则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传统历史观出发，认为酿酒活动需要消耗大量粮

食，只有在农业生产产生稳定剩余的前提下，才能支撑起这种非生产性活动。举办大型仪式和宴饮本身，

就需要消耗大量的社会剩余产品，因此，对这些活动的控制，间接地意味着对社会剩余产品调动与再分

配权力的掌控。这是一种通过“仪式性消费”来实现的经济控制。酒及其器皿最初主要用于祭祀，是社

会复杂化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和仪式化的表征。严文明先生认为，史前时期酒器的出现说明当时已掌握

酿酒技术，生产技术的发展使产品丰富起来，除满足最低限度的需求外还有少量剩余，这使得一部分人

通过不等价交换或强行掠夺的方式榨取他人剩余劳动成为可能，这正是贫富分化乃至初步阶级分化出现

的根本原因[11]。许宏先生也认为，以青铜礼器、玉礼器为代表的贵重物品的生产与分配，以及与之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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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宫室建筑、祭祀宴飨等礼仪活动，在二里头早期国家的形成与维系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二里头文化

最先进的青铜技术，并未首先用于制造生产工具或武器以直接增加物质剩余或进行武力征服，而是集中

用于铸造酒器礼器。这些礼器是祭祀、宴飨等礼仪活动的核心道具。他将二里头都邑描绘为一个庞大的

“礼仪中心”，宏伟的宫庙建筑、规整的祭祀区、贵族墓葬中的礼器组合，共同构成了一个展示权力、凝

聚认同、区分等级的仪式舞台。国家权力在这里首先表现为一种仪式性权力[12]。因此，“剩余与仪式”

理论揭示了一条以经济剩余为基础、以仪式控制为手段的社会复杂化路径：酿酒与大型仪式活动需要消

耗大量粮食，只有在农业生产产生稳定剩余的前提下才可能发生。精英阶层通过控制仪式的举办，间接

掌握了社会剩余产品的调动与再分配权力，从而实现了对经济与政治资源的集中掌控。这一过程推动了

部落内部从相对平等到制度化不平等的转变，为社会分层与国家雏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竞争性宴饮”和“剩余与仪式”这两种理论在解释逻辑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并且二者在解释过程

中都存在各自的缺陷。“竞争性宴饮”理论以政治竞争为逻辑起点，将社会竞争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核

心驱动力，认为剩余产品的积累本身就受到社会竞争需求的影响。在该理论视角下，有政治野心的首领

为争夺权力、积累声望、笼络追随者，会主动有意识地积累剩余粮食，将其用于酿酒，并通过举办大型

宴饮活动，实现对权力的巩固与扩张。由此可见，酿酒与宴饮成为服务权力竞争的核心工具与策略性手

段，从而导致了社会不平等与政治集中化的直接后果。但该理论在解释区域差异时略显乏力，对于具备

同样剩余生产能力的不同地区，衍生出了集体共饮和个人独饮的不同模式。相比之下，“剩余与仪式”

理论则以经济剩余的积累与人类精神需求的满足为逻辑起点，着重强调农业生产所形成的稳定剩余，是

酿酒活动与大型仪式开展的物质基础与前提条件。在这一理论认知中，祭祀、宴饮等各类仪式活动，被

视为消耗剩余产品的主要社会场景与需求，精英阶层通过掌控仪式的举办权，间接掌握了剩余产品的再

分配权力，进而逐步催生了制度化的社会不平等。但该理论对社会分化本身的起源也缺乏充分且深入的

阐释，无法深入地解释为何剩余产品会首先被大规模投入到酿酒活动中，而非其他生产或生活用途。上

述两种理论分别从不同维度揭示了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结构条件与行动策略，但又各自存在不同的

缺陷。因此，研究的关键并非简单判定两种理论的孰是孰非，而在于将其置于具体的考古情境之中，深

入考察二者如何相互嵌套、协同演变，共同推动早期社会向复杂化方向发展。 
因此，应当在“剩余与仪式”所奠定的宏观经济与仪式结构中，将“竞争性宴饮”视为嵌入其中的具

体行动策略。在早期社会发展进程中，祭祀活动不仅是一项重要的非生产性社会活动，更是集中消耗社

会剩余产品的主要途径之一。稳定的农业剩余为大型祭祀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首领通过主持祭祀仪式，

自然获得了对各类祭品的支配权与分配权，为首领集中与支配剩余粮食提供了合法性。在仪式结束之后，

他再将原本奉献给神灵的贡品转化为个人的慷慨展示，以宴饮的形式分配给参与者。宴饮参与者在这一

过程中直接感知到首领的威望与权力，从而形成对首领的忠诚与依附关系。由此，首领的声望与政治权

力得以强化，完成了从神权合法性到个人政治权力的转化。二里头遗址便为这一认知提供了清晰且典型

的考古实证：遗址内宏伟的宫庙建筑、布局规整的祭祀区域，以及贵族墓葬中成套的礼器组合，共同构

建起一个兼具权力展示、群体认同凝聚与社会等级区分功能的仪式舞台[12]。在这一仪式舞台上，首领并

未对剩余产品进行简单的平均分配，而是通过选择性宴请、提供专属特殊酒饮、使用精美陶酒器等差异

化手段，制造出不同群体间的体验差异，进而在集体消费的场景中，清晰凸显自身的优越地位与核心权

威。这种通过酒与酒器彰显权力的模式，在不同区域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海岱地区发现的“酿–盛

–饮”一体化个体化陶酒器组合表明，饮者专属酒器的使用，本身就是个人社会声望与地位的直接物质

表达[8]；而中原地区盛行的集体咂饮传统，虽更强调群体本位与集体认同，但主持宴饮活动的首领，通

过对酒品供应与陶酒器使用的掌控，同样实现了对仪式过程的主导，彰显了其自身的组织权力与政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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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7]。两种区域传统在整合框架下，均可被理解为“剩余与仪式”基础上“竞争性宴饮”策略的差异化

表现。 

4. 结语 

在中原地区陶酒器经历了从广泛使用到被精英阶层所垄断，集体咂饮的方式，也体现了以集体为本

位的文化取向；在海岱地区则盛行“酿–盛–饮”的个体化饮用方式，更强调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关系。

无论是共饮还是独饮，都让我们看到了陶酒器演变轨迹所勾勒出来的一条社会演进路径。在这一进程中，

陶器不再只是盛放食物的容器，而是成为社会关系得以展开和固化的物质媒介，参与了宴饮活动的组织，

介入了身份差异的建构，承载了权力再生产的逻辑。 
“竞争性宴饮”认为，有野心的首领会刻意积累剩余粮食并用于酿酒，进而举办大型宴饮活动，从

而获得忠心的追随者，巩固自身权力，宴饮成为了社会上层竞争领导权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也推动

了社会不平等和政治集中化。“剩余与仪式”则认为，酿酒活动需要消耗大量粮食，只有在农业生产产

生稳定剩余的前提下，才能支撑起这种非生产性活动，因此，对这些活动的控制，间接地意味着对社会

剩余产品调动与再分配权力的掌控，从而推动了部落内部从相对平等到制度化不平等的转变，为社会分

层与国家雏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然而，二者并非相互排斥和非此即彼的，将二者并置我们可以清晰地

看到，社会复杂化的动力既来自经济基础的积累，也来自政治策略的驱动；既受制于物质条件，也被文

化逻辑所塑造。社会复杂化并非由单一动力驱动，而是在剩余生产–仪式权力–竞争策略三者之间形成

循环，仪式活动为剩余产品的集中与再分配提供了合理的原因，竞争性宴饮则在这一框架内将物质资源

转化为社会权力的象征，器物既是这一过程的结果，也是这一过程不断运转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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